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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ing and Predict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城市发展的模拟与预测 
—— 研究进展、发展挑战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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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空间规划的科学制定和部署依托于对城市未来的

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考量 [1]，但如何对城市的未

来进行科学有效的预测是城乡规划学术研究、学科发

展和空间实践所面临的长期挑战。在面向城市未来不

同时空尺度的规划研究中，城市模型对于理解城市发

展中的人—地关系、预测政策的影响效应等不可或缺

（图 1）。

本文以城市模型的研究进展为切入点，对主流城

市模拟与预测方法进行归纳梳理，并对不同方法在规

划实践应用中的优缺点进行述评。结合社会、经济和

科技的发展趋势，本文将进一步凝练城市模型在大数

据兴起、科技与行为演变、政策需求多元化以及复杂

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以此为背景提出面

向城市未来的模型研究展望，以期推动城市模拟与预

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1  城市模型的主要类型和研究进展

城市模型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脉络和技

术框架。目前主流的城市模拟与预测技术包括“自上

而下”视角的宏观模型（macro model）和“自下而

上”视角的微观模型（micro model），两类模型也存

在着互相集成的趋势，形成了兼顾宏观整体与微观个

体的集成模型（integrated model）。针对各类模型，已

有诸多学者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文献述评 [2-6]，并对主要

软件和数据来源进行了介绍 [7-9]。本节将在概括性总

结主流城市模型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凝练最新

研究进展及其在城市研究与规划应用中的相对优势和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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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对城市的未来进行科学有效的预测是城乡规划学术研究、学科发展

与空间实践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本文从城市模型的研究进展出发，对主流城市

模拟与预测方法（宏观模型、微观模型和集成模型）进行梳理归纳和优缺点述

评。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创新的趋势辨析，本文凝练了城市模型在

大数据兴起、科技与行为演变、政策需求多元化、复杂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并进一步提出了城市模拟与预测的发展方向，包括精细化模型的构建、

对未来技术与行为变革的表述、对跨尺度与多维度交互机制的探索以及对模型

结果的追踪评估与动态修正。通过对城市模型领域的综述和展望，本文希望推

动城市模拟与预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以更好地解决与城市发展相关的科

学问题，并更有效地支撑规划的编制和评估。

Abstract: Providing a convincing prediction for the urban future remains a challenge in 
planning research,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practic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practice of urban models, evaluates the mainstream methods (i.e., 
macro, micro and integrated models) and highlights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trends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urban modelling are summaris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merging big data, evolving technologies and behaviours, diversified policy needs, and growing 
complexity sciences. Furthermore,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urban modelling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refinement of models, representation of technical and behavioural 
changes, model integrations across spatial scales and urban sectors, and ex-post evaluations 
and model updates. The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will help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lanning practices, since the improvements in urban models can establish a more 
convincing evidence base to address urban issues and support plan-making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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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宏观模型
宏观视角的城市模型多以区域、城市、区县为研究单

元，通过自上而下的视角揭示城市政策的影响效应，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土地利用与交通交互模型（Land Use 

and Transport Interaction Model）、空间均衡模型（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和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 

Model）。

1.1.1  土地利用与交通交互模型

土 地 利 用 与 交 通 交 互 模 型 以 空 间 交 互（spatial 

interaction）理论为建模基础，其核心思想是用牛顿力学中

实体间的相互吸引作用力类比社会经济空间活动的分布与流

动。以劳瑞模型（Lowry Model）为典型代表 [10-11]，该类模型

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家庭、基础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与交

通设施间的互动关联，并通过区域间的流量对吸引力进行数

值化表述。

土地利用与交通交互模型常被用于大尺度的区域或城市

研究，如企业和居民选址 [12]、出行预测 [13]、基础设施影响

评估 [14]。依托其经典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框架，近年来学

者会根据不断转变的城市发展政策制定需求，逐渐引入新的

模型模块（如土地利用—交通—能源集成模型 [15]），以此延

伸扩展该类模型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场景。

土地利用与交通交互模型从物质空间的视角抽象化表述

了城市土地利用（活动）与交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其对

空间直观的表述（如土地／建筑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清晰

的逻辑关系容易被模型使用者（如规划决策者）接受。但该

类模型在城市研究与实践中仍存在以下局限：（1）难以模拟

非空间形态下的交互关系，如市场的价格因素变化、社会空

间的演化；（2）忽略了城市微观尺度（如地块、行为主体）

中存在的交互关系，无法形成“自下而上”的模拟反馈机制。

1.1.2  空间均衡模型

空间均衡模型源于以单一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农

业和工业区位论（成本决定最优生产位置）[16]，随着现代区

位选择理论的发展，还将多经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纳入考量，

将区位选择和空间互动的影响要素从单一的交通成本扩展至

包括自然禀赋、消费者偏好、工资和价格水平等的综合要素。

该类模型以微观经济学和随机效用理论为内核，抽象化表述

了市场间与市场内的供需平衡关系 [17]，模拟构建家庭、地产

开发商、生产性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空间和非空间联系。

相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空间

均衡模型在城市研究中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基于理性人的假

设，空间均衡模型主要用来解释和模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

差异，如城市商圈空间集聚 [18]、新城新区发展模拟 [19]、通

勤变化归因 [20] 等。最新研究则关注如何量化非经济因素（如

环境因素、服务设施）对理性人决策造成的影响。

空间均衡模型具有严谨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空

间经济主导的研究中对供需平衡有完善的表述，因此在对系

统整体性和长期性的预测中有着良好的模拟表现。但该类模

型目前在应用中仍存在以下局限：（1）缺少对城市发展动态

变化的表达与关注，更关注模拟的结果（均衡点），对于达

到均衡点的过程在表述上存在局限；（2）基于群体化（理性

人）的建模思想使模型缺乏对个体案例的关注，这导致空间

均衡模型在需要模拟预测个体差异性时存在局限。

1.1.3  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构建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实现系

统内部作用机理的可视化与数值模拟。该类模型源于系统科

学理论，随后福里斯特（Forrester）将工业动力学（解决工

业生产的经营管理问题）拓展至城市动力学和世界动力学领

域 [21]。系统动力学模型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是建立一组方程

图 1  城市模型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研究关注主题与政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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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均衡，而是分析变量间的关联与系统间的反馈机制。

在城市发展的应用场景中，系统动力学模型常以经济社

会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因果关系（因果链和反馈环）

表现系统的内部结构，通过计算机仿真揭示系统动态行为及

其演变。因其模型本身是一种普适性的方法，其应用广泛覆

盖了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土地利用需求预测 [22]、城

镇化质量提升 [23]、客运交通结构演变 [24]。近年来基于系统

动力学模型的研究强调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通过领域知

识与理论的引入，推动了模型架构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中的

发展和形成共识。

系统动力学模型使研究对象从单个研究主体转向系统，

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城市不同子系统间的关联，并基

于不同的城市问题关注特定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清晰

的模型架构。然而，系统动力学模型在城市模拟与预测中

还存在以下局限：（1）模型架构（如因果环路图和存量流量

图）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主要是因为城市研究中的大量因

果关系的判定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达成学界共识；（2）模

型变量过多且变量的选择多依靠经验主义，尤其是随着研究

的复杂化，大量数据指标堆叠，脱离了理论与模型的简约型 

需求。

1.2  微观模型
微观视角的城市模型多以地块、栅格为研究单元，基

于“自下而上”的模型架构，通过聚合微观个体的行为结

果反映城市发展的整体趋势。代表性模型包括元胞自动机

（cellular automata）和主体模型（agent-based modelling，或

称智能体模型）。

1.2.1  元胞自动机

元胞自动机是一种基于个体行为的动力学仿真模型，源

于对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理论的微观表述，其核

心是对元胞（cell）、状态（state）、邻域（neighbor）和转换

规则（rule）的定义与表述 [25]。

元胞自动机在城市研究中的优势是地理覆盖范围的灵活

性，可覆盖从街区到全球的不同尺度。通过定义元胞空间及

其转换函数，该类模型可被直观地应用于强调空间属性的模

拟中，如城市空间增长、土地利用转换和自然灾害模拟 [26-27]。

元胞自动机的最新发展主要涉及核心要素（元胞、状态、邻

域和转换规则）的深化表达，如对元胞的矢量化设定、对邻

域的三维空间假设、对转换规则的非线性拟合等。

元胞自动机模型多用于具有特定空间地理单元尺度（如

栅格）的模拟预测，在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监测和模拟上有

着广泛应用，但该类模型并不直接涉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模

拟，因此无法表述城市发展中供求等复杂关系以及市场变化

对城市空间演化的动态影响，模型的应用场景和对城市理论

的解释能力较受局限。

1.2.2  主体模型

主体模型也是一种动力学仿真方法，核心是对各主体

（如居民个体、家庭、企业）属性（attribute）、目标（goal）

和行为（behavior）的定义。相较元胞自动机，主体模型对

主体的定义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主体模型关注模型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间的互动关

系，并以此反映其导致的空间结果，如城市产业发展、社会

空间分异 [28-29]。最新发展包括模型功能的复合化（如元胞自

动机结合主体模型）和市场供求动态关系的表述。

主体模型中的主体相较元胞具有可在空间中自由移动的

特点，因此可以直观表述人地关系的演化。然而在城市发展

研究中，对主体及其互动规则定义的多样性优势使得该模型

对微观实证数据的需求巨大，但鉴于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如

脱敏需求），研究往往无法获得可以满足模型校验标准的个体

数据。此外，主体模型的模拟结果通常对初始状态的设定和

交互规则的制定非常敏感 [30]，但现有研究和应用较少关注其

敏感性分析，这影响了模型结果的可靠性证明和可信度提升。

1.3  兼顾宏观与微观视角的集成模型
在宏观模型与微观模型发展的基础上，研究者展开了结

合两者优势的尝试，希望以此完成对宏观尺度社会经济发展、

微观尺度个体决策的综合表述。在以宏观模型为主导的集成

模型研究中，城市社会经济活动通常是模型的主要关注要

素。例如斯皮克曼和韦格纳（Spiekerman & Wegener）通过

区域—城市—地方（regional-urban-local）三个尺度的定义，

提出了多层次模型的构建方法 [31]——在区域尺度，利用区域

经济模型完成了对经济增长、人口发展与迁移的预测；在城

市尺度，通过行为模型与政策仿真，基于区域尺度的经济与

人口总体预测，完成了对企业、居民的选址模拟和地产商的

开发决策，形成了对人口分布、交通流量、经济活动和土地

发展的预测；在地方尺度，将城市级模型的分区输出结果（如

居民选址、交通流量）分解到 100 m×100 m 的栅格，以此

分析地方尺度的环境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空气质量和交

通噪音）。

在微观模型为主导的集成模型研究中，城市土地利用变

化通常为模型的主要关注要素。例如哈泽等（Haase et al.）

基于对城市收缩现象的关注，提出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完成

对人口总数和人口结构的宏观预测，并传递给元胞自动机模

型完成对元胞空间中住房需求变化的模拟，最后通过主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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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模拟不同利益相关者（如居民、规划师、开发商）的互动

关系，提出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决策（如新建、空置、荒废或

更新）[32]。

尽管宏观与微观模型的集成可以推动对城市发展现象的

多尺度追踪与预测，但应用中仍存在以下局限：（1）现有的

集成模型通常只建立了模型间的数据传递渠道，缺乏交互机

制的建立和理论支撑；（2）多模型的一体化集成加剧了模拟

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也更难界定模型误差产生的原因

和传播路径。

1.4  小结
在已有的城市模型研究和应用中，宏观模型多拥有较

为完善的理论基础（通常基于经典的物理学、经济学理论），

对城市发展中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有着较为清晰的路径定

义；而微观模型则通过对微观个体及其互动规则的定义（通

常基于历史数据拟合），关注时间和政策影响下微观个体互

动形成的空间结果（图 2）。
城市模型的发展经历了在空间上由宏观向微观、在时间

上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但这并不代表不同模型类别因发展

阶段不同而存在优劣。偏向宏观、静态的模型方法因其具有

与城市发展经典理论直接结合的优势，通常应用于城市社会

经济活动的模拟预测；而偏向微观的模型方法以其对复杂系

统空间演化的表述能力为特点，具有强大的平行计算能力和

高度的动态化特征，通常应用于对城市土地利用等空间演变

的模拟预测。

兼顾宏观与微观视角的集成模型发展表明了不同类型模

型间的优势互补潜力，如宏观模型对城市动态发展过程的模

拟局限可以因微观模型的引入而得以完善，而微观模型对于

市场间供求交互的表述弱点也可以因宏观模型的介入而得到

提升。然而，目前模型间的关联多是单向传导模式（如宏观

模型结果作为微观模型的部分输入），不具有模型间的反馈

机制（尤其是对模型参数的动态更新），模型间的系统集成

仍需更多探索。

2  城市模拟与预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城市模型的演化往往与科学技术、社会需求、政策导向

的变化紧密相关。面对城市大数据的兴起、科技与行为的演

变、政策需求的多元化和复杂科学的发展，笔者在本节探讨

城市模型研究应该如何应对城市模拟与预测应用场景中可能

面临的挑战，并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推动城市模型研究与

应用的双轨发展。

2.1  城市大数据的兴起
城市大数据的兴起为人们理解城市发展提供了大范围、

高精度的实证依据，对城市模型领域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

其一，大数据为城市模型的构建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数

据基础。在模型的空间表述中，基于遥感影像、兴趣点、路

网数据的结合，研究者可以批量推导街区的土地使用类型 [33]，

并完成分区中不同类型建筑的空间总量估算 [34]。在模型的空

间交互上，基于位置的服务数据（location-based service）捕

获了城市空间中的人口与货物流动信息，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可以进行职住关系与非通勤活动的空间表述 [20]，利用货运订

单数据可以量化产业的空间联系 [35]。尽管传统的普查或抽样

调查数据也可以提供以上信息，但数据的时空精度局限和跨

部门数据获取的难度导致模型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数

据估算或笼统的假设。

其二，大数据的兴起推动了科学研究中第四范式的形

成，即在以实验、理论和模拟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后新兴的

数据密集型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36-37]。在科研信息化

（eScience）的背景下，大数据驱动的城市模拟与预测可以

兼顾大范围的研究尺度和精细化的研究单元 [38]，并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基于大量观测数据的积累，探讨城市不同要素间

的非线性关系 [39]。例如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研究者可以构

建海量数据集，并依此进行城镇群落推演 [40]、人口与交通 

预测 [41]、空间方案的生成与优化 [42-43] 等。

图 2  不同类型城市模型的特征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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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如何挖掘大数据在精细化描绘城市发展中

具有的潜力，辨析数据驱动型研究在城市理论模型中的定位

优势，成为城市模拟与预测面临的新挑战。

2.2  科技与行为的演变
城市模拟与预测的基础通常是对社会经济行为的理性假

设，但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往往会因

科技发展、突发事件等产生变革。传统城市模型中并未考虑

新兴变革，因此直接影响传统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这成为城市模拟与预测面临的另一挑战。

在科技发展方面，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

的创新会造成城市模拟对象行为与互动方式的改变。例如目

前的城市模拟与预测研究多以物理空间（如土地利用与交通

交互模型）或社会空间（如主体模型）为主要切入点，缺乏

对数字空间的考量，更缺乏对新兴的数字空间与传统空间交

互方式的表述。虽然已有大量的实证数据证实了数字空间的

产生对人类生产、生活、生存方式的改变 [44]，但对于数字

空间如何影响城市的物理与社会空间还未形成量化的研究结

论。类似的，随着智慧交通和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城市空

间结构、交通拥堵状况、不同出行模式间的互补与替代关系、

道路与停车空间的需求等都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在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层面，如英国的“脱欧”决

策对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45]，而新冠疫情的

暴发和封城政策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运行模式 [46-47]。

诚然这些变革无法被模型本身所预测，但当研究者意识到这

些潜在的可能变化时，应考虑如何评估这些变革可能产生的

影响范围。

由此，城市模拟与预测亟须完成对社会经济行为潜在变

革的理论表述，并结合技术预见，分析社会经济行为变革对

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为城市决策者应对未来变革和不确定

性提供政策制定依据。

2.3  政策需求的多元化
在模型应用层面，城市模拟与预测的核心是为城市决策

提供量化的支撑依据，以帮助决策者理解城市政策的潜在效

应和不同政策间的差异性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城市政策制

定的需求正朝向多维度变化。

其一，从以往对单一尺度、单一问题、单一主体的聚焦

转向对跨尺度、多维度的考量。在建模方法上，尽管有部分

学者已提出并开发了兼顾整体（宏观）与个体（微观）的模

型集成，但仍有大量学者建议针对特定城市问题或地域建立

独立的、专用的模型。后者虽然快速推进了不同模型方法在

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适配性探索，但导致模型应用形成了空间

上的“孤岛现象”。这是因为此类专项模型极少考虑宏观环

境变化或微观个体差异对模拟预测结果的影响效应，难以验

证模型的可靠性，也难以辨析其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不利于

建立研究者与决策者在模型结果上的信任关系。

其二，鉴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城市模型将从服务于

短期、规律性需求的规划政策制定转向服务于长期、持续性

需求的城市运营与治理。相较于不同发展情景的探索，决策

者将更关心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路径，以及如何根据城市实

际发展状况动态地调整路径。

因此，城市模拟与预测需要避免其潜在的“黑箱”属性，

更应清晰揭示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城市部门发展间的交互关

系，并依托实证数据的更迭不断检验模拟结果，调整模型预

测，为城市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系统性、动态化的解决方案。

2.4  复杂科学的发展
复杂科学的发展为理解城市系统演化带来了新的 

视角 [48-50]。尽管复杂科学与城市模型都强调关注城市系统，

但两者对系统的发展状态和过程的表述仍存差异。

其一，城市模型更注重对理论的认知，即以已有理论

为基础，设计系统内部不同要素的关联与相互作用；而复

杂科学更注重通过对方法的设计反映复杂系统自身的特点，

强调微观个体决策形成的整体结果。其二，城市模型常将

城市类比为“生命体”，强调其有限的边界和稳定（均衡）

的状态；而复杂科学多将城市类比为“生态系统”，关注其

在演化中所面临的突变、非稳定（非均衡）状态和不可预

测性 [51]。

目前以微观模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模型（如元胞自动

机、主体模型）已初步结合了复杂科学的发展成果，通过局

部规则的制定，模拟微观区位决策在时间维的累积和空间维

的集聚，以此研究城市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宏观演化轨迹 [52]。

但复杂系统领域的研究逐渐边缘化了空间规划在城市发展中

的作用，即在认识城市空间自组织、非线性现象的同时，更

强调城市发展本体所具有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在城市复杂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辨析城市政策干

预与城市发展自组织间的关联？如何提出兼顾城市发展结果

与演化过程的研究框架？如何在城市模型中引入对短周期中

随机扰动要素以及长周期中不可预测性要素的表述？这些问

题都将成为城市模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  面向城市未来的模型研究展望

城市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与复杂

性 [53]。面对上述挑战和机遇，城市模型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的

潜力，提升模型的精细化和准确度，及时将未来社会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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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变革纳入考量，并通过理论与方法的革新应对城市发展政

策制定的需求演化。

3.1  结合大数据与“厚数据”的精细化模型构建
尽管城市大数据本身仍存在其样本准确性与代表性的

争议，但其高时空精度和广覆盖率的特点与传统“厚数据”

（thick data）的深层次信息采集和样本代表性优势存在良好

的互补潜力，而两者的互补性也将推动城市模型的精细化

构建。

在数据层面，官方调查统计数据、网络开放大数据和企

业私有地理位置数据间有着巨大的互补价值 [54]。多源数据间

的互补集成可以形成更完整可靠、具有高时空精度的城市发

展数据集，这也是未来城市模型开发的核心基础。研究者可

以通过精细化的实证数据验证，提升不同时空尺度下模拟预

测结果的准确性。

在方法层面，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索数据驱动型与理

论驱动型模型的优势与局限，以此归纳两者差异化的应用场

景。目前研究者已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数据驱动）融入传

统城市模型（理论驱动）的框架中，例如通过土地利用开发

数据揭示不同功能地块发展间的时空交互规律并进行趋势 

外推 [55-56]。但数据驱动型研究是否可以建立多市场间的交互

机制，并结合理论驱动型模型形成具有可解释性的建模方法、

可泛化的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模型研究与应用层面，大数据与“厚数据”的结合

可以为模型对象提供进一步细分的可能。如模型中的居民与

产业可以按社会经济属性或国民经济行业进行划分，依托精

细化数据集对不同特征居民与产业的行为进行归类和差异分

析，模拟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在其空间行为和市场决策中

的异质性。类似的，土地利用研究也可以深化分类方法，以

此表述不同类型、不同密度的土地用途转换机制。精细化的

表述将在提升模型对现状解释力的同时，为政策作用目标人

群、产业与用地的选择提供依据，这也将促进更有效的公众

参与。

3.2  对城市未来技术与行为变革的模型表述
尽管社会经济行为的变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研究者

可以通过对颠覆性技术的预见和对突发事件的追踪，完成对

未来技术与行为变革的模型表述，以此支撑对变革影响效应

范围和作用路径的模拟预测。

城市模型首先应准确辨析模型的“可预测”和“不可预

测”部分 [39]。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变（如国家GDP增速）、

政策干预（如空间规划）和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疫情）等

无法由模型本身所预测，需要由研究者对其作出界定与预判，

以此形成模型的输入或限定条件。而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变

化、居民福祉等变化可通过模型所构建的函数关系与假设被

预测（如空间均衡模型对应的大数定律假设和微观模拟方法

对应的交互规则制定），形成城市模型的核心输出。

面对科技和社会的潜在变革，城市模型研究应关注对社

会经济行为变化本质的抽象化提炼。例如面对城市发展从二

元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向三元空间（物理空间、社

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转换，城市模型可以对可达性（如距

离）和边界（如行政区划）效应提出新的表述方式。具体而

言，职住空间的物理关联将因网络办公形式的兴起而衰减，

从而影响通勤时间在职住选址中的重要程度，对此研究者可

提出通勤时间的折算系数；而在传统行政边界所带来的影响

之外（如户籍制度、产业政策），网络普及性和数字信息传

输与获取速度的差异也将对数字空间映射下的物理和社会空

间形成新的边界效应，对此研究者可以探索基于数字空间的

选址吸引要素。

3.3  跨尺度与多维度的交互机制探索
随着城市问题日渐复杂，局限于特定尺度、单一主体的

建模方法在决策辅助中产生的效用将逐渐降低。城市模拟与

预测将向跨尺度、多维度方向转变，而如何通过系统性思维

进行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将成为未来城市模型的发展方向。

尽管在不同独立空间尺度或维度下抽象凝练模型的核心

影响要素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建立跨空间尺度、跨部门

交互机制可以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进程。系统机

制的构建将揭示城市发展效应的传递与交互作用，促进兼顾

宏观与微观视角的一体化模型领域发展，形成模型间动态交

互机制的设定（如数据、参数、规则）。而对不同空间层级、

不同城市发展维度相互影响范围的界定，也将为单尺度专项

模型的变量选择和预测结果适用性范围提供科学依据。

在城市问题的解析中，城市模型将在量化政策直接效果

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其所引发的跨地域、跨部门分配效应，

从而形成系统性的政策视角。例如新城就业岗位的提供不仅

应考虑其对职住平衡的促进效果，也应揭示其对房地产市场、

交通流动、社会福祉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影响，避免顾此失彼

的政策结果。系统化模型的发展也将推动政府跨部门的协作，

促进多赢战略的形成。

3.4  模型结果的动态追踪与修正
基于对城市复杂性的认知，未来城市模型应改变其单次

性使用的现状，在模型开发阶段引入常态化的数据追踪、模

型维护和参数更新机制，并依托高频时空数据，探索并优化

城市模型对开放、复杂非线性系统的表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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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城市模拟与预测应基于规划政策事前（ex-

ante）评估的基础上，开发事后（ex-post）追踪模块。依托于

长周期历史数据，强化模型对城市短周期变化中自组织、非

线性发展现象的关注，通过高频数据追踪，完成对城市发展

趋势及其与预测结果间差异的动态分析，并与城市体检相结

合，形成对模型长期预测结果的动态修正。同时，城市决策

者可以通过动态修正后的模型对规划策略的实现路径进行定

期修正，并及时辨析城市系统动态发展中的涌现趋势。

此外，基于实证数据的积累和反馈，模型研究者可以进

一步探索城市复杂科学理论在不同类型城市模型中的表述方

法，推动模型对城市演化结果（现象）与发展动态（过程）

的系统化理论构建与范式革新。

4  结语

对城市未来的科学探索离不开城市模拟与预测理论和方

法的支撑。基于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在政策制定的效果无法

通过社会实验得以预测和检验的背景下，城市模型可以提升

城市研究者、地方决策者和规划从业者对城市长期发展规律

的认知和辨识，对潜在空间政策的规划实施效果提供可量化

的模拟结果，以此推动规划学科从“经验主义主导”向“科

学体系建立”的转变 [39-40]。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城市模型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

梳理，分别对宏观模型、微观模型以及兼顾宏观与微观视角

的集成模型进行述评，阐述各模型在规划中的应用场景、优

势局限和发展方向。面对城市大数据的兴起、科技与行为的

演变、政策需求的多元化和复杂科学的发展，笔者提出了城

市模拟与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具体包括精细化模型的构建、

对未来技术与行为变革的表述、对跨尺度与多维度交互机制

的探索和对模型结果的追踪评估与动态修正。

本专辑中的后续主题文章将通过不同城市模型在实证研

究中的案例应用，为读者介绍国际视角下的城市模型前沿成

果，也希望能以此引发城市相关学者对于该领域的进一步探

讨，推动城市模拟与预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以更好地

解决与城市发展相关的科学问题，并更有效地支撑规划的编

制和实施跟踪。

注：文中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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